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组态研究
汪 群1，2，杨 乐1，赵晓阳1，杨彤彤1
（1.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2.南京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摘要：科创园区是我国实现创新的重要阵地，其创新绩效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表现出复杂的组合性因果机制。本研究首先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出发，以8家位于江苏省的国家级科创园区作为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和文本分析法，识别出影响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然后基于组态视角，进一步选取69家江苏科创园区，采用fsQCA方法，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探索影响其协同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研究发现：（1）单个要素不构成科创园区高协同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2）驱动科创园区高协同创新绩效有4种条件组态，体现了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多重实现模式，具体为校-政二元驱动型、园区主导-政府支持型、政-校-园协同联动型和政府主导-园区运作型；（3）组态中部分资源的投入存在替代效应，例如，在一定条件下，高层次人才和经费资源的投入在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具有相同效果。本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理论从组态视角探讨了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复杂因果关系，丰富了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研究，可为科创园区的创新活动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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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ks are an important battlefield for China to achieve innovation, and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the result of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exhibiting complex combinatorial causal mechanisms.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this study takes 8 national 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ks located in Jiangsu Province as typical cases, and uses grounded theory and text analysis methods to identify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ks; The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69 Jiangs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ks were further selected, and the fsQCA method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condition configuration that affects thei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cases.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conclusion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study. First, a single element does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ks. Second, there are four driving modes of hig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namely “university-government driven”, “park led-government supported”,“government-university-park concerted” and “government led-park managed”. Third, there is a clear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factors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 investment of top talent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has the same effect in achieving hig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mplex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ks from a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ecology,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ks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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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科技创新产业园区（以下简称为“科创园区”）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聚集区，是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和培育发展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载体[1]，也是政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形式，在科技创新愈发重要的当下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中国的科创园区大多呈现政府、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间合作的协同状态[2]，涉及到各方的沟通协作，各种因素对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组合性因果机制。在多元创新要素融合发展、创新体系更加复杂的背景下，深入研究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探究不同因素间的组合对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对促进科创园区高质量协同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或从创新转化效率和创新产出效益等方面对科创园区的创新绩效进行评价[3]，或根据国际科创园区发展实践总结其运行机制和驱动模型[4]，或针对城市环境[5]、研发投入[6]、创新平台[7]、创新政策[8]等单个要素使用传统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探索其对科创园区创新绩效影响的净效应。但创新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和协同性的过程，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往往具有相互作用和非线性关系，因此，需要从综合视角探讨多个因素对科创园区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同时，创新生态系统与协同创新理论表明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协同互补在实现价值共创与系统整体效能最大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9][10]，即研究单个要素的影响机理很难反映出整体效应，也难以发挥要素的组合作用。科创园区在创新过程中具有与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之间通过创新资源的动态融合来实现更大协同效能的特点。所以，从综合视角出发探讨影响科创园区不同因素之间的组合效应尤为重要。
综上，本研究首先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出发，以8家位于江苏省的国家级科创园区作为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和文本分析法，识别出影响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然后基于组态视角，进一步选取69家江苏科创园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探索影响协同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以便更好地解释多个要素协同影响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复杂因果机制，为园区实现高质量协同创新提供指导。
1  影响因素识别
依据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科创园区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园区与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等各方的合作关系，以及各协同主体中的资源要素的协同互动。因此，在影响因素识别阶段，本研究针对各主体的资源要素，运用文本分析法梳理出影响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
江苏省拥有的国家高新区数量与获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所打造的科创园区发挥着良好的示范作用，在协同创新各方面的表现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选取8家位于江苏省的国家级科创园区作为典型案例（如表1所示），同时，为了后续检验编码是否饱和，依据园区的综合绩效，选取表1前4个案例作为主案例，后4个案例作为辅助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和文本分析，对所获取的访谈资料、档案资料和音像资料等进行编码。
表1  科创园区样本信息
	
	园区名称
	所在地区

	主案例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苏州

	
	南京经济开发区新型显示产业园
	南京

	
	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钢新材料产业园
	无锡

	
	徐州经济开发区工程机械产业园
	徐州

	辅助案例
	苏州工业园区人工智能产业园
	苏州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产业园
	常州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家电产业园
	宿迁

	
	盐城经济开发区智能终端产业园
	盐城


首先，针对4个主案例，为保证编码的信度和效度，每份资料均由两位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背对背”独立编码，并反复对资料和概念进行讨论分析，直至达成一致意见，一级编码结果部分示例如表2所示；通过对文本资料的一级编码，提取了82个初始化概念，通过把握不同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剔除次要概念，整合相似概念范畴，归纳发展不完整的概念后，形成了11个副范畴，二级编码结果部分示例如表3所示；通过对11个副范畴的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土地空间、政策支持、高层次人才、企业集聚规模、经费投入、配套设施6个主范畴对园区协同创新绩效具有影响，如表4所示。

表2  一级编码部分示例
	园区名称
	原始语句
	概念化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已建成载体118万平方米，汇聚500余家各类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形成了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与体外诊断、生物技术三大重点产业集群。
	A1载体面积
A2创新企业
A3产业集群

	……
	……
	……


表3  二级编码部分示例
	副范畴
	初始概念

	E1地理位置
	B16交通环境、B17生活环境

	E2空间范围
	A1载体面积、A20提供土地、B18规划面积、D1规划面积

	E3政策支持
	A7产业发展规划政策、A9政策支持、A11政府服务、B12政策环境、C2政策支持、C11政策扶持、D16项目扶持

	……
	……


表4  三级编码
	主范畴
	副范畴

	F1土地空间
	E1地理位置

	
	E2空间范围

	F2政策支持
	E3政策支持

	F3经费投入
	E4资金支持
E5创新补贴

	F4高层次人才
	E6高层次创新人才
E7专业化人才

	F5企业集聚规模
	E8创新企业
E9创新载体

	F6配套设施
	E10基础设施
E11研发设备投入


其次，为了验证编码分析是否饱和，本研究对4个辅助案例同样进行编码和分析，通过一级、二级、三级编码之后发现没有出现新的概念和范畴，说明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在理论上已经被充分挖掘，因此，可以认为分析得出的6个关键影响因素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1）土地空间。土地是企业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和重要投入要素，其配置状况通过影响研发投入与集聚效应等与企业创新活动密切相关的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11]。充足的土地面积使大规模的研究实验室、办公空间与商务配套等必要的场所和设施得以建设，并且能够支持园区扩张与未来转型，促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竞争力。
（2）政策支持。政府政策可以通过激励、支持和引导等方式影响创新的方向、速度和效果。政府通过创新补贴和税收减免等财务手段帮助企业降低研发成本[12]。其次，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来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和研发的积极性[13]。并且鼓励不同企业、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之间的合作，加强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创新的跨界融合[14]。此外，政府通过简化市场准入程序、优化监管环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尝试[15]。
（3）经费投入。充足的经费是进行创新的必要条件，政府在支持科创园区企业创新方面采取的集成现有资源、加大经费投入、设立专项资金等措施，有利于科创园区合作伙伴将合作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16]。并且经费投入能够缓解科创园的资金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园区的研发失败的风险，保护创新信心。
（4）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本身就拥有大量前沿领域的知识，对知识的吸收模仿能力更强，可快速将新知识、新技术进行转化与应用[17]。并且对各项知识的接受能力较高，能够很好的理解和把握各项政策的内涵与要求，更能调动自身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8]。此外，高层次人才的引入促进人力资源结构升级，进而增强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了人才团队间协调配合度和创新绩效[19]。
（5）配套设施。创新创业活动会受到创新创业环境的影响，营造较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有助于充分发挥创新资源的潜力[20]，而配套设施是极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完善的科研配套设施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快速检验并实践创新想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医疗、餐饮和体育健身等功能齐全生活配套可以满足创新企业和科研人群对紧凑便利生活环境的需求，对于吸引聚集并留住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6）企业集聚规模。空间集聚与产业关联能够更有效提高创新产出[21]。科创园区是相同或相关产业在不同产业链环节上进行集聚的重要平台。企业的集聚带来良性竞争氛围，促进企业不断推陈出新，支持企业以更为高效便捷的方式获得各类资源与知识。并且，企业的集聚促进人才的汇聚，而人才的集聚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高质量创新要素流入该地区[22]，提高创新的速度和质量。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基于组态思想构建了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研究框架，探索土地空间、政策支持、高层次人才、企业集聚规模、经费投入和配套设施与科创园区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2  组态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在样本规模上，定性比较分析的样本量要求较低，研究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研究问题进行选择。在因果关系上，研究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需要考虑多元因素的复杂联动效应。在这一背景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fsQCA方法使用模糊逻辑进行分析，可以处理介于0和1之间的任何数值，通过模糊集合的概念，将因素归类为强相关、中等相关或弱相关等模糊集合。基于这些特点，本研究使用fsQCA方法研究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问题。
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组态研究阶段的大样本获取方面，基于所在单位承担的相关政府课题，获得了江苏省相关园区的进入权，对82家江苏科创园区开展了深度调研访谈，获取了可用于研究的可靠资料、重要文件和有效数据，并结合各园区和各级政府官方网站收集的数据与资料，剔除数据缺失的科创园区，最终获得69家园区共400余条数据。
2.3  变量测量
2.3.1  结果变量
协同创新绩效（CIP）。现有学者对协同创新绩效指标的测量更侧重结果层面，结合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本研究选择科创园区专利授权数量[23]和园区营业收入增长率[24]来衡量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
2.3.2  条件变量
（1）土地空间变量（LS）。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将科创园区建设面积[25]作为土地空间变量的测量指标。
（2）政策支持变量（GP）。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并结合研究实际，将科创园区税收优惠金额[26]和出台利于科创园区发展的政策数量作为政策支持变量的测量指标。
（3）经费投入变量（FT）。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将科创园区经费投入中政府科研资金投入值[27]作为经费投入变量的测量指标。
（4）高层次人才变量（TT）。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将高层次研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28]作为高层次人才变量的测量指标。
（5）配套设施变量（AF）。本研究结合研究实际，将园区内实验基地、大型实验仪器设备以及配套生活设施数量作为配套设施变量的测量指标。
（6）企业集聚规模变量（FS）。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将科创园区企业集聚数量[26]作为企业集聚规模变量的测量指标。
2.4  数据校准
本研究采用95%分位、50%分位和5%分位的直接校准法。此外，对于隶属分数为0.5的情况，参照杜运周和张明学者[29]的研究，在0.5的基础上增加0.01校准后的数据锚点数值如表5所示。
表5  条件与结果变量的校准
	结果/条件变量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协同创新绩效（CIP）
	0.848
	0.219
	0.022

	高层次人才（TT）
	0.616
	0.299
	0.097

	政策支持（GP）
	1.617
	0.511
	0.193

	企业集聚规模（FS）
	120
	27
	10

	土地空间（LS）
	1.148
	0.503
	0.097

	经费投入（FT）
	40 330.35
	12 294
	1 004.172

	配套设施（AF）
	0.927
	0.298
	0.082


3  实证分析
3.1  必要性分析
如表6所示，各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数值均在0.9以下，说明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科创园区中的各个条件变量均不是影响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出现高和低两种结果的必要条件[30]。因此本研究将全部变量纳入组态分析。
表6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高协同创新绩效（CIP）
	非高协同创新绩效（~CIP）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层次人才（TT）
	0.669
	0.666
	0.589
	0.619

	~高层次人才（~TT）
	0.618
	0.587
	0.683
	0.685

	政策支持（GP）
	0.789
	0.772
	0.562
	0.581

	~政策支持（~GP）
	0.572
	0.553
	0.779
	0.796

	企业集聚规模（FS）
	0.599
	0.637
	0.600
	0.675

	~企业集聚规（~FS）
	0.695
	0.622
	0.678
	0.641

	土地空间（LS）
	0.769
	0.773
	0.529
	0.561

	~土地空间（~LS）
	0.564
	0.531
	0.786
	0.782

	经费投入（FT）
	0.709
	0.785
	0.496
	0.580

	~经费投入（~FT）
	0.621
	0.538
	0.817
	0.748

	配套设施（AF）
	0.743
	0.780
	0.523
	0.580

	~配套设施（~AF）
	0.600
	0.544
	0.802
	0.767


注：表中“∼”表示逻辑关系中的“非”
3.2  组态分析
3.2.1  高协同创新绩效组态分析
本研究采用fsQCA3.0软件进行相关操作，选择频数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fsQCA3.0 输出的条件组态表有三种复杂程度不同的解：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借鉴前人研究，本研究将汇报中间解，并辅之以简约解[31]，得出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通过对解的分析，构画出科创园区高协同创新绩效（CIP），如表7所示。高协同创新绩效的条件组合共有5个，依据核心条件一致又可划分为4个类型，即四类条件组态（H1、H2、H3、H4）。







表7  高协同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
	条件组态
	H1
	H2
	H3
	H4

	
	
	
	3a
	3b
	

	TT（高层次人才）
	●
	⨂
	●
	
	⨂

	GP（政策支持）
	●
	⨂
	●
	●
	●

	FS（企业集聚规模）
	⨂
	⨂
	
	
	●

	LS（土地空间）
	●
	
	●
	●
	⨂

	FT（经费投入）
	
	●
	
	●
	●

	AF（配套设施）
	
	●
	●
	●
	

	原始覆盖度
	0.421
	0.265
	0.424
	0.462
	0.267

	唯一覆盖度
	0.068
	0.044
	0.022
	0.044
	0.031

	一致性
	0.927
	0.948
	0.934
	0.958
	0.984

	解的覆盖度
	0.707

	解的一致性
	0.918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该条件既可出现也可不出现，下同
政策支持作为核心存在条件出现在多个条件组态中，说明精准有力的政策在促进提升科创园区创新绩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他条件均需要与相关政策相结合才能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
组态H1显示，以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土地空间和非企业集聚规模为核心条件的组合有助于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可视为校-政二元驱动型。该组态表明，对于政策支持有力，园区土地空间充裕并且有足够的高层次人才的科创园区，即使企业集聚规模较小，同样可以获得高协同创新绩效。在高校提供充足的科研人才和政府提供的创新空间和创新政策的支持下，可以弥补园区内企业较少的不足，促进科创园区高协同绩效的产生。
组态H2显示，以配套设施、非高层次人才和非企业集聚规模为核心条件的组合有助于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可视为园区主导-政府支持型。该组态表明，对于配套设施功能齐全的科创园区，在高层次人才储备和企业集聚规模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准充足的经费投入，可以弥补以上两个条件的不足，促进科创园区高协同创新绩效的产生。
组态H3包括2种组合，分别为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土地空间*配套设施组合和政策支持*土地空间*经费投入*配套设施组合，这两个组合的共同点是政策支持、土地空间和配套设施是核心条件，可视为政-校-园协同联动型。在3a中，科创园区拥有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功能齐全的配套设施和充裕的土地空间，并且有相应的高层次人才储备。在这一组态下，无论经费投入水平和企业集聚规模如何，科创园区的协同创新绩效都可获得提升。在3b中，科创园区同样拥有较高的政策支持、完善的配套设施建设和充裕的空间范围，这种情况下，投入一定的经费，就可以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
组态H4显示，以政策支持、经费投入、非高层次人才和非土地空间为核心条件的组合也有助于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本研究将其概括为园区主导-政府支持型。该组态表明，对于缺乏高层次人才且园区土地空间紧张的科创园区，要有精准的政策支持和充足的经费投入，同时还要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集聚，才能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
3.2.2  非高协同创新绩效组态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产生非高协同创新绩效的5个条件组合，按照核心条件一致又可划分为4类条件组态，如表8所示。
表8  非高协同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
	条件组态
	NH1
	NH2
	NH3
	NH4

	
	
	
	
	4a
	4b

	TT（高层次人才）
	
	⨂
	⨂
	●
	●

	GP（政策支持）
	
	
	⨂
	⨂
	⨂

	FS（企业集聚规模）
	⨂
	
	●
	●
	●

	LS（土地空间）
	⨂
	⨂
	
	
	⨂

	FT（经费投入）
	⨂
	⨂
	⨂
	⨂
	

	AF（配套设施）
	⨂
	⨂
	⨂
	⨂
	⨂

	原始覆盖度
	0.471
	0.473
	0.296
	0.237
	0.253

	唯一覆盖度
	0.012
	0.045
	0.027
	0.007
	0.030

	一致性
	0.933
	0.936
	0.954
	0.969
	0.970

	解的覆盖度
	0.695

	解的一致性
	0.918


组态NH1表明，当科创园区企业集聚规模、土地空间和经费投入不佳时，无论是否有高层次人才和政策支持，都不能产生高协同创新绩效；组态NH2表明，当科创园区土地空间、经费投入和配套设施不佳时，无论是否有良好的企业集聚规模和政策支持，都不能产生高协同创新绩效；组态NH3表明，当科创园区高层次人才储备、经费投入和配套设施不佳时，即使企业集聚规模较大，也不能产生高协同创新绩效；组态NH4表明，当科创园区政策支持和配套设施不佳时，即使拥有良好的高层次人才储备和企业集聚规模，也不能产生高协同创新绩效。非高配套设施多次出现在非高协同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中，说明缺乏功能齐全的配套设施是制约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提升的普遍原因。
3.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选取调整原始一致性水平和PRI一致性水平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原始一致性水平由0.80调整为0.85，同时PRI一致性水平0.7调整为0.75，并运算高协同创新绩效组态，稳健性检验中只呈现结果的中间解，如表9所示。将检验结果与原来的运行结果进行对比，发现经过检验的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27，比原来的一致性0.918有所提升，结果覆盖度由原来的0.707降至0.664，但结果依然有效，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可以认为结果具有稳健性。其次，观察比较一致性不同时原因组合的差异，结果发现所得的结果与原有结果相比，除有一条组合有轻微改变，其他组合一致，可以认为运算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9  高创新绩效稳健性检验中间解
	组态解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TT*GP*LS*AF
（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土地空间*配套设施）
	0.934
	0.424
	0.024

	TT*GP*~FS*LS*~FT
（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企业集聚规模*土地空间*~经费投入）
	0.952
	0.345
	0.045

	~TT*GP*FS*~LS*FT
（~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企业集聚规模*~土地空间*经费投入）
	0.984
	0.267
	0.042

	~TT*~FS*LS*FT*AF
（~高层次人才*~企业集聚规模*土地空间*经费投入*配套设施）
	0.978
	0.291
	0.024

	GP*LS*FT*AF
（政策支持*土地空间*经费投入*配套设施）
	0.958
	0.462
	0.020

	总体解
	0.927
	0.664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扎根理论和文本分析法识别出影响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运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选取了69家江苏科创园区作为样本，探讨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企业集聚规模、土地空间、经费投入和配套设施6个关键前因条件与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复杂因果机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1）单个要素不构成科创园区高协同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企业集聚规模、土地空间、经费投入和配套设施均无法单独构成科创园区高协同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表明单个条件对科创园区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的驱动力较弱。但精准匹配园区创新需求的激励政策在提升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上发挥着关键作用，配套设施不能充分满足创新活动的需要是制约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提升的普遍原因。
（2）驱动科创园区高协同创新绩效有4种条件组态，体现了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多重实现模式，具体为校-政二元驱动型、园区主导-政府支持型、政-校-园协同联动型和政府主导-园区运作型；产生非高协同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也有4种，但对比二者的组态路径可以看出，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和导致非高协同创新绩效的原因不同，存在非对称关系。
（3）组态中部分资源的投入存在替代效应。在一定条件下，高层次人才的输送和经费资源的投入在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具有相同效果，即科创园区在拥有较高的政策支持、完善的配套设施建设和充足的土地空间的条件下，扩大高层次人才储备和提高经费投入对高协同创新绩效会有相同的作用效果。
4.2  研究贡献
（1）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识别影响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将创新生态系统观的理论视角拓展应用到多要素组合与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之间复杂因果关系的研究中，从组态视角探讨形成科创园区高协同创新绩效的差异化组态，并进一步分析出因素间的替代关系，丰富了协同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
（2）将组态研究方法应用于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研究中,将以往协同创新驱动因素的单因素净效应研究转变为多因素交互性研究，不仅提高了创新生态系统观对科创园区协同创新活动的解释力度,还拓展了组态研究方法的应用领域。
（3）从研究结论来看，研究得到了形成科创园区高协同创新绩效与非高协同创新绩效的差异化组态，这些组态虽然条件组合不同，但具有相同的作用效果，极大增强了促进科创园区实现高质量协同创新对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3  管理启示
（1）科创园区实现高协同创新绩效的条件组合有多种，应该综合考虑园区在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企业集聚规模、土地空间、经费投入和配套设施等方面的异质性，合理有效配置各种资源，充分关注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投入，从而制定符合园区实际情况和资源禀赋的发展策略。
（2）科创园区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资源配置模式。本研究发现了4种高协同创新绩效条件组态和4种非高协同创新绩效条件组态，每个条件组态明确指出了其要素组成，各科创园区应该立足本区的实际情况，明确发展定位，补齐现存短板，重视政产学研的协同联动作用，运用创新生态思维促进融合创新。
（3）高协同创新绩效的发生具有非对称性，不能依赖传统经验通过总结低协同创新绩效的原因进而反向推导高协同创新绩效的原因，在推动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关键核心因素。
4.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首先，本研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样本局限在江苏省的科创园区，具有一定的区域性，未来可将研究范围扩大，或者按照不同省份、不同级别的科创园区发展状况等对科创园区的协同创新绩效进行比较研究。其次，本研究仅归纳出部分关键条件变量，未来可以考虑其他或者更多条件变量对科创园区协同创新绩效的组合影响，丰富协同创新绩效的研究，为科创园区高质量协同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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